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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联系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也会影响政策法规的实施效率.本文以“波特假说”为理

论切入点,基于世界银行２００４年的企业调查数据,考察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

果发现:当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滞后一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政治联系并未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直接影响,但政治联系会弱化环境规制水平对企

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以上结论说明,构建规范的政企关系、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率和约束力度对于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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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政治联系对于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可.政

治联系固然能通过其资源效应、信息效应为企业发展带来短期优惠,但政治联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影响如何,有待我们的深入研究.一些文献尝试从研发投资、技术创新绩效、生产效率与投资者

保护法律的执法效率等维度对政治联系的长期影响做出考察,然而,政治联系是否有利于企业的长远

发展? 上述文献并未得到一致结论.
为了深入考察政治联系对企业发展的长期影响,本文将关注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与环保政

策实施效率的影响.自１９９６年以来,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一直以年均２９％的速度增长,其
中２０１１年重大环境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２０％,特别是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呈高发态

势①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提升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率成为普通公众和政策制定者都

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在中国目前的环境治理体系下,很多企业通过比较排污成本和收益来确

定最优排污水平,从而造成了规制政策对企业污染行为的软约束.
“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自身竞争力.“波特假说”

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在企业层面得到有效实施,企业成为独立承担环保责

任的市场行为主体.然而,政治联系不仅会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效率,也会影响企业在面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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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政策时的策略选择,政治联系所带来的政策资源会干扰和削弱企业在核心能力建设上的努力[１].
在面对环境规制约束时,政治联系较强的企业可能不会像“波特假说”所阐释的那样通过产品、生产工

艺创新来提升自身生产效率,而是通过寻求政策资源和政府帮助来获得竞争优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世界银行２００４年的企业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综合考察政治联系与环境

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交互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国内

文献多基于地区或行业层面数据对“波特假说”展开检验,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并不多,本文

利用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为“波特假说”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并深化了我们对企业政治联系的

认识;第二,本文利用世界银行调查数据中丰富的政治联系信息,综合考察了环境规制水平与政治联

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交互影响.结果显示,政治联系虽然减弱了当期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负

面影响,但弱化了严格环境规制对企业效率提升的激励作用,从动态角度看,政治联系对企业的长期

发展存在不利影响.

二、理论分析

大量文献考察了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早期美国企业数据的研究表明,严
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将显著降低企业生产效率.相比之下,自从“波特假说”提出之后,越来越多的实证

研究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对于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存在积极作用.同时,考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

效率的影响,对于国内学者而言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国内多数文献以地区或行业层面数据为样本,在
运用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衡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展开相关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张三峰和

卜茂亮、童伟伟和张建民都以我国的企业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波特假说”进行了实证考察[２].
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政治联系对企业的治理机制、所获取政策优惠与经营业绩产生的

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直接考察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影响的文献并不多.作为

衡量企业长期绩效的重要指标,生产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于文超

和何勤英的研究发现,政治联系对上市公司生产效率没有直接影响,但政治联系会减弱非生产性支出

对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３];李维安和徐业坤的研究则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能显著提升生产

效率,且这一影响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更明显[４].与上述文献多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不同,本文

将使用更具代表性的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考察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本文认为政治联系将通过如下几种途径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其一,政治联系能够帮助企业从政府

手中获得优势资源,并降低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政策风险,从而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提升经营效率[５];
其二,政治联系的存在不仅会耗费企业高管的精力和资源,其带来的短期利益也会弱化企业预算约束

和市场竞争压力,降低企业进行生产创新和自身能力建设的积极性[１];其三,伴随政治联系而来的政

府干预将引发企业过度投资、员工冗余等问题,从而降低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６];其四,政治联系将为

企业高管构建“职位壕沟”,弱化了公司治理机制和外部法律法规对高管应有的监督和约束作用[７],进
而抑制了企业高管提升生产效率的努力.综上所述,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实际影响有待于我

们的实证检验.
进一步地,政治联系既会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率,也会影响企业在面临环境规制约束时的

经营策略选择,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首先,中国各个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大“弹性”,这为政治联系发挥作用提供

了充足空间.以较为成熟的污水排放收费制度为例,中国采用的是排污企业主动报告排污数量,地方

环保部门进行随机核查的模式.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虽然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合规定,地方环保部门

却难以完全实施既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往往与排污企业协商其所应缴纳的排污费.在中国现行的环

境管理体系下,存在着“企业宁可缴纳排污费,也不降低排污水平”的现象,企业也将通过比较排污增

加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来确定最优排污水平,这将造成规制政策对企业污染行为的软约束.
其次,为了获得更加有利的环境政策,企业会通过寻租活动“俘获”地方官员,而政治联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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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有效化解企业可能面临的政策风险,也为企业的“寻租”活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便利.Chen等

的研究就发现,在那些市场化程度越低、寻租空间越大的地区,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可能性越大[８].
特别是当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时,政治联系较强的企业很可能会凭借与政府

部门之间的良好关系,弱化规制政策在企业层面的实施力度.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较强的政治联系

也会弱化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内在动机,进而损害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最后,企业在通过政治联系获取丰厚政策资源的同时,也需要通过慈善捐赠、过度投资、员工冗余

等方式帮助地方政府实现其相应的社会职能,如发展经济、稳定就业、增加税收等,这便是企业构建政

治联系的“成本”.因此,当地方政府更加关注辖区环境保护时,政治联系不仅不会减弱环境规制政策

在企业层面的实施力度,反而会带来更多的政府干预以促使企业更加严格地实施环境规制政策.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如前文所述,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是政治联系、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我们将回

归方程设定为方程(１).其中,被解释变量 TFP表示企业生产效率;解释变量 Regu０３、Regu０４分别

表示城市上一期环境规制水平、当期环境规制水平② ;Connection代表企业的政治联系,本文参照王

永进和盛丹的研究构建该变量的衡量方法[９];同时,参照 Cai等的研究,本文加入一系列可能影响企

业生产效率的控制变量(Control)[１０].

TFPi＝β０＋β１Regu０３c＋β２Regu０４c＋β３Connectioni＋γControli＋μi (１)
同时,本文使用对数化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计算企业生产效率.方程(２)中,Y代表企业

经营总收入,它等于核心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K 代表企业固定资产净额,L代表企业员工

总数,M 代表企业原材料投入,变量Industry表示企业所处的二级行业.本文将企业投入产出变量

进行对数化处理,对方程(２)进行 OLS估计得出的残差,便是企业生产效率.

lnYi＝α０＋α１lnKi＋α２lnLi＋α３lnMi＋∑øjIndustryj＋σi (２)
(二)样本来源和变量定义

本文的研究样本来源于２００４年世界银行对中国１２０个城市所作的投资环境调查(Investment
ClimateSurvey),该调查包含１２４００家制造业企业２００４年经营业绩、公司治理结构与政治联系等方

面的信息.调查的城市分布于除西藏地区之外的所有省份,每个省份的省会城市包括在内.其中,四
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各抽查２００家企业,其余城市各抽查１００家企业.我们在估计企业

生产效率时剔除掉两类企业样本:第一,方程(１)中控制变量存在缺失值的企业;第二,方程(２)中投入

产出变量存在缺失值或为负值的企业.由此,本文在估算企业生产效率时实际用到的样本数为

１２２８０家,考虑到样本中存在的异常值会对估计结果带来偏误,我们对连续变量(如 Human、RD等)
前后各１％进行了 Winsorize缩尾处理.此外,城市层面的数据如环境规制水平、人均 GDP水平等来

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联系的强弱往往是内生的,生产效率的高低决定着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意

愿.一方面,经营效率较高的优质企业更易建立起政治联系,政治联系被视为反映企业未来经营表现

的一种重要声誉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政治联系能够帮助企业获得优惠的生产要素和资源,那些生产

效率较低的企业可能更倾向于构建政治联系,以支撑企业正常的经营发展.因此,实证方程(１)中的

被解释变量企业生产效率将对政治联系产生影响.此外,还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同时影响

政治联系和企业生产效率.以上问题都将导致实证估计的内生性,而解决内生性的有效方法是为内

生变量寻找工具变量(IV).参考王永进和盛丹的研究,本文采用本市其他企业政治联系变量的平均

值作为该企业政治联系的工具变量[９].具体构造原则如下:企业i所处的城市为c,企业j为城市c中

其他样本企业,Nc表示企业i所在城市c的样本企业数目,则工具变量的定义如方程(３)所示.本文

主要变量的定义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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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_ivi＝∑
j≠i

Connectionjc/(Nc－１) (３)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TFP 企业生产效率,被解释变量:通过对方程(２)进行 OLS估计得到的残差

Regu０３ 上一期环境规制水平,解释变量:城市２００３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城市当年 GDP的比重

Regu０４ 当期环境规制水平,解释变量:城市２００４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城市当年 GDP的比重

Connection
政治联系,解释变量:首先选取四个分项指标,税务局、公安局、环保局、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等四个政府部门的官员中,
能够帮助企业发展的官员所占的比例③(分别标识为 Help_tax、Help_sec、Help_env、Help_soc);然后,对四个分项指标
进行主成分分析(PCA)得到一个综合指标

Control

上一期研发投入(RD):企业２００３年研发支出与固定资产净值之比

企业人力资本(Human):企业高中及以上学历员工的比重

是否为外资企业(Foreign):若企业为外资企业,Foreign＝１;否则,Foreign＝０
是否为民营企业(Private):若企业为民营企业,Private＝１;否则,Private＝０
是否为出口企业(Export):若企业为出口企业,Export＝１;否则,Export＝０
企业年龄(lnAge):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

企业规模(Size):企业员工数的自然对数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gdpper):城市２００４年的人均 GDP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２报告了文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按照本文衡量方法,在调查所涉及的１２０个城市中,

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环境规制水平最低的城市均为周口市(０􀆰０１５％、０􀆰０８６％),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环境

规制水平最高的分别为秦皇岛市(７􀆰１３２％)和西宁市(１９􀆰７３４％).２００４年人均 GDP水平最高的城

市为东莞市(７􀆰２００万元),最低的城市为天水市(０􀆰３６２万元).进一步关注企业层面的数据,变量

RD、Human、Age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存在较大差异,离散系数分别为３􀆰０８３、０􀆰５５５、１􀆰０２４,这说明

不同企业在研发强度、人力资本存量、成立年限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变量 Export的均值为

０􀆰３７７,可见有３７􀆰７％的样本企业为出口企业.除此之外,衡量企业政治联系强度的分项指标也存在

明显差异,最大值达到１００％,而最小值为０.
　表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FP １２２８０ ０ －０．０９６ ０．７３７ －４．４５２ ５．６５６

Regu０３(％) １２２８０ ２．１６４ １．９１９ １．３３３ ０．０１５ ７．１３２

Regu０４(％) １２２８０ ２．３７６ ２．０３１ １．９５２ ０．０８６ １９．７３４

RD(％) １２２８０ ５．２３４ ０．１２４ １６．１１２ ０．０００ １１７．７６６

Human(％) １２２８０ ４９．７０８ ５０ ２７．５９０ ３ １００

Export １２２８０ ０．３７７ ０ ０．４８５ ０ １

Foreign １２２８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３４５ ０ １

Private １２２８０ ０．６４４ １ ０．４７９ ０ １

Age(年) １２２８０ １２．５６６ ８ １２．８７１ ２ ５７

Size(对数) １２２８０ ５．６２２ ５．５６１ １．４７９ １．７９２ １３．５０２

gdpper(万元) １２２８０ １．９７１ １．５３９ １．４１８ ０．３６２ ７．２００

Help_tax(％) １１８４２ ４２．５６３ ３０ ３８．９２１ ０ １００

Help_sec(％) １１２６７ ３８．４９２ ２０ ３９．４１１ ０ １００

Help_env(％) １１４４４ ３９．３５６ ２０ ３９．２９１ ０ １００

Help_soc(％) １１６０１ ４０．５４４ ２５ ３９．５６２ ０ １００

　　注:在下文的回归中,为了调整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本文将方程(２)得出的企业生产效率 TFP乘以１００后作为方程(１)的被解

释变量,这不会改变所估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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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回归结果分析

在对方程(１)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之前,我们需要对内生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④ ,对工具

变量进行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检验结论如下:(１)内生性检验表明变量 Connection确

为内生变量;(２)识别不足检验拒绝了工具变量是内生的这一原假设,而弱工具变量检验没有拒绝工

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之间强相关这一原假设.综上所述,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进一

步关注实证方程的回归结果.表３中第(１)、(２)列的结果显示,变量 Regu０４、Regu０３的系数分别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和正,这说明,较高的当期环境规制水平将显著降低企业生产效率,而较高的滞

后一期环境规制水平将显著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因此,从动态的角度看,“波特假说”是成立的.对

此,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当期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会增加企业污染治理支出,减少企业的生产性投入,
但从企业的动态决策过程看,上一期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革新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提

升企业生产效率.变量Connection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未产生直

接显著的影响,这与于文超和何勤英得到的结论一致[３].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政治联

系会降低外部政策风险并带来丰厚的政策资源;另一方面,政治联系会弱化企业提升生产效率的内在

激励,降低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这两方面的影响相互抵消最终导致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不显著.
　表３ 政治联系、环境规制水平与企业生产效率

(１)OLS (２)２SLS (３)２SLS (４)２SLS

Connection －０．７４２ －４．５０７∗∗∗ －３．４２２∗∗∗

(０．７０９) (１．３０４) (１．２９６)

Connection×Regu０３ －１．１４０∗

(０．６０９)

Connection×Regu０４ １．９５８∗∗∗ ２．６００∗∗∗

(０．６１８) (０．８０３)

Regu０３ ３．８６４∗∗∗ ３．７２８∗∗∗ ２．５５８∗∗∗ ２．４０４∗∗∗

(１．０４６) (０．５９０) (０．７２４) (０．７５１)

Regu０４ －２．０２４∗∗∗ －２．０８０∗∗∗ ０．３３６ １．００９
(０．５６９) (０．４０４) (０．９５１) (１．１３４)

RD ０．５２２∗∗∗ ０．５４４∗∗∗ ０．５４１∗∗∗ ０．５３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Human ０．２５０∗∗∗ ０．２４６∗∗∗ ０．２３８∗∗∗ ０．２３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Export ４．１２９∗∗ ３．６２５∗∗ ３．３６９∗∗ ３．２１１∗∗

(１．８８５) (１．６１５) (１．６１９) (１．６１９)

Foreign ９．２３７∗∗ １１．３９４∗∗∗ １０．５８３∗∗∗ １０．４９１∗∗∗

(３．６６０) (２．５８２) (２．６０７) (２．６１１)

Private ５．９８４∗∗∗ ６．４３３∗∗∗ ６．１９１∗∗∗ ５．９６７∗∗∗

(２．２１１) (１．８２４) (１．８３４) (１．８４２)

lnAge －５．５２５∗∗∗ －５．４９７∗∗∗ －５．４１８∗∗∗ －５．４２２∗∗∗

(０．９００) (０．８２７) (０．８２９) (０．８３０)

Size －１．７０５∗∗ －１．７３３∗∗∗ －１．８６０∗∗∗ －１．８８３∗∗∗

(０．７３６) (０．５４０) (０．５４３) (０．５４３)

gdpper ５．３７３∗∗∗ ６．０９４∗∗∗ ５．６８８∗∗∗ ５．５３７∗∗∗

(１．５１９) (０．５８３) (０．５９７) (０．６１２)

Constant －１４．６２９∗∗ －１５．８０６∗∗∗ －１６．１６０∗∗∗ －１６．６０４∗∗∗

(５．７５２) (３．８５１) (３．８６８) (３．８８７)

N １２２８０ １１０９０ １１０９０ １１０９０
R２/CenteredR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５
弱工具变量检验 ３２６６．８１６ ８７９．８３０ ５２４．９９５
识别不足检验 １６６７．６０７ １３０．６４８ ７９．８７６

　　注:∗∗∗、∗∗、∗分别代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小括号中给出了经 whiteＧrobust调整后的标准误.同时,识别不足检验

给出的是 KleibergenＧPaapLM 值,弱工具变量检验给出的是CraggＧDonaldWaldF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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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关注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变量 RD的系数为正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研发投

入是显著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变量 Human的系数为正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是

因为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的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管理水平和更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效率也更高.
变量Export的系数为正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出口企业具有比内销企业更高的生产效率.
变量Foreign、Private的系数显著为正,由此可见,与国有企业相比,外资投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具有更

高的企业生产效率,这与张三峰和卜茂亮的实证结果一致[８].变量lnAge、Size的系数显著为负,这
是因为,那些成立年限越短、规模越小的企业具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潜力,其生产效率也更高,这
与Cai等的发现一致[１０].最后,我们发现变量gdpper的系数为正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

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具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从而为企业生产效率的提

升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继续关注政治联系、环境规制水平对生产效率的交互影响.表３中第(３)、(４)列的结果显示:交

叉项Connection×Regu０３、Connection×Regu０４的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正.这表明较强的政治联系

在减弱当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减弱了上一期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

效率的正面影响.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在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较大弹性的情况下,较强

的政治联系可能会弱化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约束力度,进而减少了企业当期“环境遵循成

本”;但是从动态决策过程看,政治联系可能会导致企业对优惠生产要素和政策资源产生过度依赖,弱
化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效率提升应有的激励作用.

五、稳健性分析

为了保证文章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从如下几方面入手展开进一步讨论:
第一,考虑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政府效率较高的地区既能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也

能采取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提升地区环境质量,因此,在实证方程中控制政府效率能够避免遗

漏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企业娱乐开支(Insti１)、进出口通关天数(Insti２)、当地企业对

法庭的信心(Insti３)三个指标来测度地区政府效率⑤ ,变量Insti１、Insti２的数值越小,变量Insti３的数

值越大,表明城市政府效率越高.重复前文研究,文章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第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企业生产效率.我们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数据并通过固定效应模型

估计方程(２)以得到样本企业２００４年的生产效率,重复文章主体部分的研究,所得结论未发生实质性

改变.
第三,不同区域的比较.考虑到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本文进一步分区域考察政治联系、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东部

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都不显著,而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

生产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与使用全样本时的回归结果一致⑥ .进一步地,在东部地区,当期环境

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当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

响显著为负.这一影响差异可能源于,东部地区的企业有着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能够承受环

境规制水平提高所带来的“遵循成本”,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对环境规制“遵循成本”的承受能力相对

较弱,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会挤占企业的生产性投入,进而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不同企业所有制性质的比较.前文的分析基于如下假设展开:较强的政治联系虽然会弱化环

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的约束力度,但会抑制企业未来在提升生产效率上的努力.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

从企业所有制的角度看,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天然的政治联系,其在接受政府部门的环境监管

时,有着更强的“谈判”能力.因此,一个合理的推论是,相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环境规制水平

对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更弱或更不显著.我们根据所有制性质将样本企业分类,并进行分样本回

归.实证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样本中,环境规制水平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相比之下,对外商投

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存在显著影响,这印证了前述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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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２００４年的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政治联系与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

综合影响,文章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总体而言,当期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生产效率,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水

平提升将显著增加企业生产效率.从动态的角度看,“波特假说”在中国依然成立,我们能够实现环境

质量改善和经济效率提高的“双赢”局面.除此之外,研发投入比重、企业人力资本丰富程度、所有权

性质等因素也是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第二,政治联系未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直接影响.
同时,政治联系虽然在短期内降低企业当期的环境遵循成本,但从动态决策过程看,政治联系将导致

企业对优惠生产要素和政策资源产生过度依赖,减弱企业在核心能力建设上的努力.第三,环境规制

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生产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公平的环境

规制政策,消除所有制歧视,强化环境规制政策对国有企业的约束力度,方能保证严格的环境规制政

策激发出企业的创新活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实证研究是基于２００４年的横截面数据展开的.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工

作的不断加强,环境规制水平、政治联系等因素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出哪些变化,还有待于我

们使用新数据的进一步验证.在获取新的企业调查数据基础上,完善本文的研究,将是我们未来的努

力方向.同时,由于样本数据限制,本文未能直观考察政治联系对企业环境政策实施效率的影响,因
此,对相关实证结果背后的经济学机制做出更加深入的探讨也是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 资料来源:财经网．我国环境群体事件年均递增２９％ 司法解决不足１％[EB/OL]．http://politics．caijing．com．cn/２０１２Ｇ１０Ｇ２７/
１１２２３３９７０．html.

② 环境规制政策可能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且这两种影响并不同步,同时加入当期、上一期环境规制水平能
够更好地描述企业做出的动态决策过程.

③ 尽管环保部门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环保工作的开展与推进需要政府各个部门的密切协
作,例如,«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的重点工作就有明确的部门分工.因此,本文需要关注样本企业与几个重要政府部门的政
治联系.

④ 内生性检验的具体步骤为:首先,使用可能的内生变量(企业政治联系)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进
行 OLS回归得到残差 Resid;其次,将残差 Resid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原方程中进行 OLS回归,如果 Resid的系数显著,则证明内生变
量的确存在.

⑤ 该项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２００６年发布的«政府治理、投资环境与和谐社会———中国１２０个城市竞争力的提高»研究报告.
⑥ 为了节约文章篇幅,本文未列示具体回归结果与相应检验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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